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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清代省区分等与国家治理的逻辑
———基于清中前期督抚数据的研究

钟灵娜　 谢　 芳

【摘要】中国古代素有政区分等的传统，但正式的分等制度主要集中在州县
等基层政府，对高层政区尚缺乏讨论。论文以总督和巡抚的来源职位品级作为
参照，度量了清代中前期高层政区的实际地位，并考察了社会稳定风险与赋税
多寡对省区地位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各省区之间地位确有落差，其地位落
差主要与当地的经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其中社会稳定因素对总督地位有较
为稳定的显著影响，而赋税对巡抚地位的影响更为明显，表明总督与巡抚职能
有所分野。这种非正式的分层与分工的制度安排，强化了清代中央政权对地方
的控制，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效率。清代省区分等与督抚分工对理解当代人事制
度与行政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政区分等与循等升迁增加了现代官僚制
中的晋升阶梯，有利于强化官员激励、增进组织培养；另一方面，当代党政关
系也可以从督抚分工中吸取传统行政管理的智慧，在坚持以党领政的原则下，
党政职能进行分工，有助于地方政府更好地实现多目标任务，应对国际国内多
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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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古代素有政区分等的传统①。根据正式规章制度记载，对州县一级政区
的分等历史最早可追溯至秦汉时期。据《汉书》记载，秦县“万户以上为令，
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周振鹤，２０１４：３０９）。从
秦汉时期的规定可知，辖区人口规模不仅关涉官员的称谓，亦直接关系到官员
薪俸。西汉沿袭秦制，但也有以事务繁简来分等的②，此外，边境地区的县等第
普遍偏高，这是由于这些地区地理位置重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锐减，导致
县的户口分等标准大幅下降，尽管如此，县的等第数量却进一步增加了③，及至
隋初，州、郡、县三级都分为九等，与官员的等第数量一致。隋炀帝时调整行
政单位，进一步拔擢首都和陪都所在四县，号京县，其余各县则按照“闲剧”
与“要冲”的标准划分等级。到唐代时，县级长官称谓上的区别取消了，同时
县分等的标准也明确规定为地位、户口与地理条件的综合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按照户口数量分等的方式在明代时逐渐发展为以钱粮丰裕程度为标准。这
是因为富庶地区人均产量较高，经济发展程度受人口规模的影响降低，而受技
术、资本的影响逐渐增大。以田赋定等第体现了统治者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和不
同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到清代时，州县分等不仅最规范，也最系统，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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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秦至清代的行政区域等级演变历史简介，可参见周振鹤（２０１４）第十一章。对
行政区域等级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唐代以后的州县分等上，相关研究参见赵葆寓（１９８７）、
马春笋（１９９６）、真水康树（１９９７）、谢元鲁（２０００）、张振国（２０１１）、柏桦（２００３ａ，
２００３ｂ）、陈志坚（２００５）、张振国（２０１４）。此外，施坚雅（２０００）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
市》一书中亦对此有所提及。从现有文献来看，行政区域分等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管理中的
一项正式制度，但文献较多关注地区等级制度的正式规定，相关经验研究仅见胡恒（２０１９）。

西汉时，在大、小县外，亦有平、剧县之分，平县事简，剧县事繁，后世历代繁简
原则由此而来。参见周振鹤（２０１４）第３１０页。

例如西晋按照３００户、３００户以上、５００户以上、１０００户以上、１５００户以上、３０００
户以上分为六等。北魏分为上、中、下三等，北齐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
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北周分为７０００户以上、４０００户以上、２０００户以上、５００户以
上及不满５００户五等。具体内容参见周振鹤（２０１４）第３１０—３１１页。

唐代除在全国具有战略意义的五十七州设置大、中、下都督、都护府外，将其余二
百余州划分为府、辅、雄、望、紧、上、中、下八个等级，同时，将全国一千余县划分为赤、
次赤、畿、次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十等。其中赤、畿是距离京师最近的县，地位
崇高，望、紧两等带有冲繁性质，表示地理位置重要而又事务繁剧，因此数量不是太多，其
余等级主要以户口多寡为据。具体内容参见周振鹤（２０１４）第３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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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等级的划分综合“冲”“繁”“疲”“难”四个方面的情况进行考评①，并将主
官缺分与之对应，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与“简缺”②。从州县分等
的历史来看，除了对地方实行分类管理外，政区分等制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官
择人，即将政区等级与选官任官制度相结合，将合适的人才派到相应的职位上去。

除此之外，从影响政区分等的因素上还可以窥见统治者对治理目标的考量。
历代政区分等的标准主要包括“地区的冲要与否、户口的多寡之差、资地的美
恶之分、政务的繁闲之别” （翁俊雄，１９９１；柏桦，２００３ｂ），总结来看有两类
因素：一是政治与稳定因素，例如京畿之地、冲要险峻之地等，这类地区在地
理位置上对于维持王朝稳定至关重要；二是经济因素，例如田地、户口、钱粮
等。在早期社会，一个地区只有拥有肥沃的土地以及大量的人口才能带来可观
的赋税，因此多以“户口多寡”来代表该地经济的繁荣程度，后期随着农业、
手工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户口与经济间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因此明代以后
开始转而直接以钱粮的数额作为量定州县等第的标准（马春笋，１９９６）。从国家
治理的角度看，稳定与岁入乃是统治者的两个重要目标，但二者又存在内在冲
突———增加税收可能招致民怨，但维持政府有效运转又必须有充分的财政支持。
如果能平衡好这两个目标，对于提高治理能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利用清中前期各省督抚的职官数据，发现尽管在省一级没有正式的分
等制度，但省区地位并不完全相等，辖区内的稳定风险与赋税多寡均会影响其
地位。此外，除省区分等外，清代在高层政区还采用了一种二元治理结构，即
总督与巡抚分工合作、协作治理的方式，来应对稳定与岁入的双重目标。一方
面，将不同任务交由不同官员承担，使得冲突的多任务降维成单一任务，以减
轻激励偏向或弱化问题；另一方面，让二者互为节制、互相监督，一定程度上
增强了统治者获取信息的能力。

除本节外，本文的第二节是对清中前期各省区实际地位的度量，基于政区
地位与官员地位的相关性，我们主要以历任督抚上任前的平均品级来考察省区
地位；第三节实证分析了稳定与赋税两个因素对清代省区地位的影响；第四节
接续讨论了清代在国家治理与官员管理方面的制度逻辑。最后一节是对结论的
简单评述。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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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地当孔道曰冲，政务纷纭曰繁，赋多逋欠曰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曰难。参见周
振鹤（２０１４）第３１７页。

具体而言，“冲”“繁”“疲”“难”四字俱全的缺为“最要”或“要”缺，一字或
无字的县称为“简”缺，三字（冲繁难、冲疲难、繁疲难）为“要”缺，二字（冲繁、繁
难、繁疲、疲难、冲难、冲疲）为“要”缺或“中”缺，依照缺位的不同来对官员进行量才
使用。参见周振鹤（２０１４）第３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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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省区地位的度量

尽管有学者认为高层政区数量不多，皇帝对此了如指掌，因此缺乏分等的
必要（周振鹤，２０１４）。但从管理幅度上看，高层政区（如府、厅）所辖州县
的数量与皇帝直接管辖的省的数量差不多，甚至某些时候后者的数量还要略高
于前者。更为重要的是，正式的政区分等中一个重要的制度特征是政区等级与
职官等级相匹配，这意味着政区等级不仅作为政区管理的制度，同时也是十分
重要的职官管理配套制度。省级政区也存在匹配官员能力与职位重要性的需要，
因此其地位可能并不完全相同。由于政区地位与职官等级关联紧密，本文以清
代各省区督抚的平均职位等级作为地区地位的度量。我们想要回答的是，清代
各省区是否如州县一样地位确有落差？其地位差异有何特征？可能反映了统治
者的何种考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注的时期是从康熙到道光的清中前期，
原因是这一时期的政局相对稳定，皇帝对督抚的控制尤甚。咸丰以后，中央权
力衰弱而地方势力突起，朝局动荡不稳，反而不利于观察。

（一）度量省区地位的思路
本文根据清代职官年表中的总督年表和巡抚年表整理了自清康熙时期到道

光时期前后近两百年间的历任总督和巡抚数据，每个观察值包括任职年份、姓
名、上任时间、卸任时间、民族、上任前职位、卸任后职位或去向等变量。针
对有学者指出清代职官年表可能出现错误或疏漏的情况，我们另根据前人研究
（任恒俊，１９９４；徐雪梅、佟大群，２００８ａ；徐雪梅、佟大群，２００８ｂ）及哈佛
大学建立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ＣＢＤＢ）① 进行校对勘正，由此建立
起一个相对完整、系统的清代督抚数据库。该数据库共包括总督５２０任，巡抚
１３４７任②。

由于督抚在任期间品级基本相同，因此无法直接使用在任时的品级度量职
务等级，本文尝试采用督抚上任前的职位品级作为当前职位潜在等级的代理变
量。皇帝通常派遣重要的官员前往地位高的地区任职，因此，如果官员上任前
职位品级普遍较高的话，则可推断这个地区的潜在地位较高。尽管督抚在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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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ｈｔｔｐ：／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ｑ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ｂｄｂ，２０１７年３月１
日访问。

需要说明的是，原职官表中有一部分为职位出缺时由其他官员临时署理的情形，本
文在后续实证模型中对署理时间过短的样本（小于１年）予以了剔除，原因是这类官员属于
临时署理，对省区地位的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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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级相同，但他们上任前的职位可能属于不同部门、不同体系，具有较大差异。
表１展示了清中前期总督与巡抚来源职位的分布情况，总督主要由巡抚升迁
（４０ ５８％），其次为其他总督调任（３３ ２７％），再次为六部尚书和侍郎（１１ ９２％）
以及其他武职官员调任（１０ １９％）。巡抚的来源职位比总督更广，这是由官僚
制度的金字塔结构所决定的，巡抚比总督的官阶更低，因此近似或低于巡抚的
职位更多。尽管如此，巡抚的来源职位也十分集中，主要由他省巡抚调任
（３５ ０４％）或由布政使升迁（３５ ２６％）而来。从这一数据也可窥见自藩臬至
巡抚再至总督的升迁路线。

表１　 清中前期督抚来源职位分布情况（康熙至道光）
总督 巡抚

中央

军机处 １ （０ １９％） 内阁 ５４ （４ ０１％）
内阁 ４ （０ ７７％） 六部尚书 ４ （０ ３０％）
六部尚书 ４１ （７ ８８％） 都察院 ２５ （１ ８６％）
都察院 １０ （１ ９２％） 理藩院 ３ （０ ２２％）
六部侍郎 ２１ （４ ０４％） 六部侍郎 １６５ （１２ ２５％）
其他中央官员 ４ （０ ７７％） 其他中央官员 ３０ （２ ２３％）

地方

总督 １７３ （３３ ２７％） 总督 ４８ （３ ５６％）
巡抚 ２１１ （４０ ５８％） 巡抚 ４７２ （３５ ０４％）
其他武职官员 ５３ （１０ １９％） 布政使 ４７５ （３５ ２６％）
布政使 ２ （０ ３８％） 按察使 ３１ （２ ３０％）

府尹 １６ （１ １９％）
道员 ５ （０ ３７％）
其他武职官员 １５ （１ １１％）
其他地方官员 ４ （０ ３０％



）
注：表格中的值为来源于该职位的人次，括号内为来源职位的占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督抚来源来看，有相当比例的调动发生在这一职位内部，例如总督调总
督，巡抚调巡抚。在一个稳定的官僚等级制中，官员调动通常为循阶升迁，迁
转顺序为从低到高，由简就繁，因此从迁转顺序也能看出职位高下。总督（巡
抚）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官员是由其他总督（巡抚）迁转而来，这为观测迁转提
供了足够的数据。因此，在第三节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同时采用了一省官员的
净流入率（流入与流出数之差／总人数）作为省区地位的代理指标。一般而言，
净流入率越大，意味着该地区在该等级中位于较高的层级，因此地位越高。需
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来源职位品级还是迁转流向，我们均采用一朝平均数来度
量，这是考虑到督抚的仕途升迁与调动受皇帝喜好与督抚个人情况的影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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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平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滑样本，得到较为准确的度量结果。
（二）省区地位的度量结果
为了将督抚地位转换为可计算的数值形式，我们简单采用赋值的方式来处

理这个问题。对督抚职务的赋值主要参照官员的正式品级，从正一品至从九品
分别赋值为“１８、１７、１６……１”分。其中总督为正二品，巡抚为从二品，但另
有加衔时督抚品级有所调整。乾隆以前，督抚加衔并无定制。乾隆以后，总督
例加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巡抚例加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总督加尚书或右
都御史衔后官至从一品，巡抚加兵部侍郎衔为正二品，加右副都御史衔则为从
二品。但从《清史稿》中历朝对巡抚加衔的规定来看，只有由侍郎升至巡抚的
可加兵部侍郎衔，其余皆授右副都御史衔①，而杨立（２０１８）整理的升授巡抚
统计表表明，从清顺治朝至光绪年间仅有１０ ７７％的巡抚由侍郎升任。因此，本
文将总督赋值为从一品（１７分），巡抚赋值为从二品（１５分），其余职位均以
职位正式品级为准，确有特殊情况的略有调整②。

清前期总督沿革较为复杂，例如康熙元年曾设１７位总督，后减为１１位，但
康熙朝大部分时间为８位总督，即两江、闽浙、湖广、川陕、两广、云贵、漕
运和河道总督。雍正时期除新设直隶总督外，对某些总督职位又进行了拆分，
乾隆十四年后除漕运和河道总督外，基本固定为直隶、两江、陕甘、四川、闽
浙、湖广、两广和云贵总督。为简便起见，本文对康熙和雍正时期的总督职位
进行了合并计算③。表２报告了各朝总督地位的平均得分情况④。平均来看，总
督来源职位的品级介于从二品（１５分）与从一品（１７分）之间，即巡抚与总
督之间，这与表１中总督的来源可以互为印证。从时序来看，乾隆时期总督的
平均地位最高（１６ ３０），康熙时期总督的平均地位最低（１５ ５９）。从地区来
看，四川、陕甘总督的地位较高，其次为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但值得注意的
是，清中前期西部地区的总督地位逐渐下降，到道光时期西方列强入侵，边疆
战事不断，南方地区的地位逐渐上升，例如，这一时期的两广总督的地位仅次

９４

清代省区分等与国家治理的逻辑◆

①

②

③

④

雍正元年，定巡抚加衔“侍郎授者，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衔；由学士、副都
御史及卿员、布政使等官授者，俱为右副都御史；由左佥都御史或四品京堂、按察使等官授
者，俱为右佥都御史”；乾隆十四年，定巡抚加衔“不由侍郎授者，俱兼右副都御史；其兵
部侍郎衔，疏请如总督”。详见赵尔巽等撰（１９７６）第３３３６页。

对特殊职务的具体调整，以及各类职务的具体赋值情况，限于篇幅不在论文中详列，
感兴趣的读者可来信索取。

将陕甘、四川总督并入川陕总督，福建、浙江总督并入闽浙总督，广东、广西总督
并入两广总督，云贵、云广总督并入云贵总督。

为便于比较，表２将康熙和雍正时期的川陕总督得分分别填入了陕甘总督与四川总
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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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直隶总督。各地区的地位落差在康熙朝最小（０ ３７），雍正朝最大（１ ２５），
这可能与康熙用人较宽而雍正用人较严有关（刘凤云，２００４）。除康熙朝外，其
余各朝平均落差为０ ９８，约为半个品级，因此地位落差不可谓小。

表２　 基于总督来源职位的地区分等（康熙至道光）
地区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地区平均
四川 １５ ８０ １６ ７５ １６ ６５ １６ ２７ １６ ３２ １６ ３６

陕甘 １５ ８０ １６ ７５ １６ ３３ １６ １７ １５ ９３ １６ １９

两江 １５ ４７ １６ ３８ １６ ５２ １６ ５０ １６ ００ １６ １７

直隶 — １６ １７ １５ ９２ １５ ８３ １６ ６０ １６ １３

闽浙 １５ ６１ １６ ００ １６ ４１ １６ ０６ １５ ６２ １５ ９４

两广 １５ ５０ １５ ５０ １６ ３７ １５ ７３ １６ ５６ １５ ９３

云贵 １５ ５４ １５ ８０ １５ ９０ １６ １１ １５ ８２ １５ ８３

湖广 １５ ４３ １５ ８６ １６ ２７ １５ ５３ １５ ８０ １５ ７８

时期平均 １５ ５９ １６ １５ １６ ３０ １６ ０２ １６ ０８ １６ ０４

注：按地区平均值从高到低排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清前期巡抚设置大多沿袭明制，经过顺治、康熙年间的调整，巡抚设置基
本固定下来，为１８个，即直隶、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
西、山西、陕西、甘肃、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四川。雍正
二年，直隶巡抚被裁，甘肃巡抚、四川巡抚也在康熙中期被裁撤，此后直至光
绪十年，巡抚设置再无变动，稳定为１５个①。从表３来看，巡抚前任职位大多
介于正三品（１４分）和从二品（１５分）之间。与总督类似，乾隆时期巡抚地
位最高，康熙时期巡抚地位最低。从地区来看，河南、浙江、江苏、安徽、广
东等地巡抚地位较高，这些省份历来是赋重之地，陕西因其地处西北军事重地
而地位较高，河南和山东因靠近京畿地区并且巡抚兼理兵权而地位较高，其余
省份得分较低，其中贵州位于最末。各省的地位落差在雍正时期最大（１ ６），
其余时期平均为０ ５。从表３可以看出，无论是不同时期的变化幅度，还是相对
地位落差，以巡抚来源职位度量的省份间的差异均小于以总督来源职位度量的
地区间的差异。这是容易理解的，层级越低，行政区域数量越多，差异也越小。

０５

◆论文

① 为简便起见，表３未报告巡抚存在时间较短的直隶、甘肃和四川三省，但在第三节
的模型中，仍考虑了以上三省巡抚的地位数据，原因是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数据与巡抚设置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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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基于巡抚来源职位的省份分等（康熙至道光）
省份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地区平均
河南 １４ ６７ １５ １０ １５ ０９ １５ ００ １４ ６４ １４ ９０

江苏 １４ ７５ １４ ８３ １４ ９４ １４ ９０ １４ ９７ １４ ８８

浙江 １４ ５４ １５ ３１ １５ ０４ １４ ５０ １４ ７０ １４ ８２

陕西 １４ ３５ １５ １４ １４ ８５ １４ ７８ １４ ９７ １４ ８２

安徽 １４ ７１ １４ ７０ １４ ７４ １４ ９７ １４ ９４ １４ ８１

山东 １４ ３６ １４ ６７ １５ ０３ １５ ０６ １４ ９１ １４ ８１

广东 １４ １４ １４ ８６ １５ ０２ １５ ００ １４ ８８ １４ ７８

云南 １４ ５７ １４ ８８ １４ ８５ １４ ６８ １４ ８３ １４ ７６

湖南 １４ ４１ １４ ６０ １４ ８４ １４ ７７ １５ ００ １４ ７３

江西 １４ ５９ １４ ５０ １４ ８６ １４ ８２ １４ ８４ １４ ７２

湖北 １４ ６９ １４ ３２ １４ ８０ １４ ９２ １４ ７２ １４ ６９

山西 １４ ５３ １４ ７５ １４ ９１ １４ ５６ １４ ６７ １４ ６８

广西 １４ ６０ １４ ７９ １４ ６５ １４ ６０ １４ ６７ １４ ６６

福建 １４ １３ １４ ３６ １４ ９４ １４ ７９ １４ ８５ １４ ６１

贵州 １４ ５０ １３ ７１ １４ ７７ １４ ５０ １４ ６３ １４ ４２

时期平均 １４ ５０ １４ ７０ １４ ８９ １４ ７９ １４ ８１ １４ ７４

注：按地区平均值从高到低排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基于政区地位与职官等级的相关性，我们以督抚数据度量了清代各省区的
实际地位。结果显示，各省区的地位存在潜在差异，该差异推断主要与两个因
素有关，一是有利于维持王朝稳定的因素，例如战事频仍、战略位置重要的地
区地位相对较高；二是有助于王朝汲取岁入的因素，表现为赋税重地地位也相
对较高。从帝国的治理目标来看，一方面统治者追求岁入最大化（诺斯，１９９４；
利瓦伊，２０１０），另一方面，他们也想要使统治风险最小化，以长期控制官僚机
构与社会（曹正汉，２０１７；Ｇａｌｔｕｎｇ，１９７１；Ｍｏｔｙｌ，２００１）。在下一节中，我们
将从实证角度进一步分析以上两类因素是如何影响省区地位的。

三、稳定与赋税对清代省区地位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统治者既有增加收入和提高治理效率的动机，也有降低统治
风险的需要，如何处理相互冲突的两个目标，成为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在本节中，我们将两类目标简化为稳定与赋税两个变量，考察两个变量对省区
地位等级的影响。

１５

清代省区分等与国家治理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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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量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１ ． 因变量：清代省区地位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清代省级政区的实际地位，以督抚来源职位的平均得

分来衡量。得分代表着皇帝对这一职位的重视程度，如果督抚自较高级别的职
位迁转而来，通常暗含着这个地区的重要程度较高。同时，我们也用不同职位
在升迁路径中的位置来测度省区地位。官僚制中有循阶升迁的传统①，如果不同
职位间确有地位高低，则应观察到地位较高的职位有更多同级同类官员调入，
地位较低的职位则多为调出②。由于绝大部分地区的督抚既有调出又有调入，本
文采用一朝同类官员的净流入率来衡量地区地位高低，即同类官员的净流入数
（流入数流出数）除以一朝该职位上的官员总数③。我们预期，净流入率越高
的地区，其相对地位越高④。从数据结果来看，总督职位的平均净流入率与来源
职位赋值得分之间呈现较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０ ８５ （Ｐ ＝ ０ ００７）；巡抚的
这一相关系数仅为０ ６ （Ｐ ＝ ０ ０１），推测其原因可能是巡抚的迁转呈现出一定
的区域性迁转模式⑤。例如，西南地区由贵州巡抚转任云南巡抚，两广地区由广
西巡抚转任广东巡抚，两江地区由安徽巡抚转任江西、江苏等省巡抚，导致区
域中心省份的净流入率高，其他省份的净流入率低。这一点在后面的模型结果
中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此外，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另采用满族官员比例作为省区地位的代理变
量。清代统治者对满族官员采取政治庇护制度，以确保满族在政治中心的主导
地位，因此满族官员通常比汉族官员拥有更高的地位（Ｘｉ，２０１８）。如果这一职
位上历任官员中满族官员较多，可能说明这一地区的地位较高。
２ ． 自变量：社会稳定与赋税
（１）社会稳定。本文主要采用该地区总的民变与战争的数量来度量社会稳

２５

◆论文

①

②

③

④

⑤

历代职官制度都明确规定官员由“简”缺向“繁”缺为升迁，因此在无法确知职位
简繁时，从升迁的顺序图也能反向推导出职位间的地位高低，本文采用的地位判断方式与之
类似。

龚小峰对直隶、两江及其他总督的相对地位论述上即采用类似的思路。参见龚小峰
（２００８）。

有关督抚迁转的度量，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由于总督与巡抚之间存在明显的等级落差，地位较高省份的巡抚既可能迁往地位较

低省份的总督，也可能直接调往地位较高地区任总督，考察总督职位与巡抚职位之间的互动
反而不利于厘清地区间的地位层级划分。因此这里考察的平调和迁转被严格限定在同一职务
之间，也即总督与总督之间的迁调，巡抚与巡抚之间的迁调。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区域内由低向高的迁转，主要是由于区域间地理环境、人文社
会情状接近，巡抚调任新职位后能很快适应，管理地方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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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况。为与职官数据匹配，城市民变数据来自巫仁恕（２０１１）的《激变良
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一书附录，时间范围为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年）至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均按朝平均。尽管民变的原因有多种，
但一旦聚集闹事，就会形成对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压力，所以本文采用的城市
民变数据不只是针对官府的集体行动，也包括其他的社会冲突类行动。本文所
用的战争数据整理自《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的清代康熙至道光年间战争信息，
包括农民战争或起义发生的时间、波及的省区范围等。

（２）税银。清代国家财政收入主要包括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其中田
赋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项目。田赋部分征银或钱，部分征粮，所以又称
为钱粮，另有８个省须纳漕粮。本文仅以税银作为赋税的主要代理变量，原因
是税粮的数据量更小，且前后度量口径不一。梁方仲（１９８０）的《中国历代户
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提供了自康熙至咸丰历朝分省的人丁、田地、田赋
数据；此外，倪玉平（２０１３）的《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一书另提供了嘉庆和
道光年间部分年份的分省数据，经作者整理所得税银数据共１２个截面，分别是
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年）、乾
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年）、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年）、
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年）、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年）、
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４年）、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８
年），其中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三十一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
赋统计》乙表６６，乾隆四十九年数据来自乙表７５，嘉庆十六年至道光二十九年
数据来自《嘉道财政与社会》一书第二章对嘉道年间地丁钱粮的梳理。
３ ． 其他控制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疆域面积、到京师的距离、人丁数等。疆域面积由

复旦大学地理历史研究中心公布的清嘉庆朝（１８２０年）地图测量，我们将此数
据与《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８７进行了比较，发现差异不大。
疆域面积越大，在交通不便的古代通常管理难度也越大，需要派遣地位更高的
官员主政。此外，考虑到距离京师越近，社会稳定与否对王朝的实际影响会更
大，同时统治者的控制力会更强，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另控制了各省到京师的距
离。各省到京师的距离根据复旦大学地理历史研究中心公布的清嘉庆朝（１８２０
年）地图测量①，为简便起见，度量方式为省会到京师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而
非实际的交通距离。

３５

清代省区分等与国家治理的逻辑◆

① 复旦大学地理历史研究中心：ｈｔｔｐ：／ ／ ｙｕｇｏｎｇ 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 ｃｎ ／ ｖｉｅｗｓ ／ ｃｈｇｉｓ＿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ｌｉｓｔ
＝ Ｙ ＆ ｔｐｉｄ ＝ ７００，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４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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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的人口数主要来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
各朝对人丁的统计，共１２个截面，分别为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年）、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年）、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年）、乾隆二十七年
（１７６２年）、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年）、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乾隆五十一
年到五十六年的平均数（１７８６—１７９１年）、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年）、道光十年
到十九年的平均数（１８３０—１８３９年）、道光二十年到三十年的平均数（１８４０—
１８５０年）。其中，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三十二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历代户口、
田地、田赋统计》甲表７８，乾隆四十九年数据来自该书乙表７５，乾隆五十一年
至道光年间的数据来自该书甲表８２①。
４ ．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４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为增加观察值，在一个总督辖两个或两个以

上省份的情况下，这些省份均对应该总督职务得分或其他计算区域地位的方式。
例如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该三省的经济数据均对应两江总督职
位，而非对上述三省经济数据进行平均。因此从表４中可以看出，尽管总督的
数量远远少于巡抚数量，但总督数据的观察值与巡抚数据的观察值较为接近。
对数值较大的变量，我们在实证模型中进行了平滑处理，对税银、辖区面积、
到京师的距离以及人丁数取自然对数。

表４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总督来源职位得分 分 ７４ １６ ０３ ０ ３９ １５ ４３ １６ ７５

总督职位净流入率 ％ ７４ ０ ０３ ０ ２７ － １ ００ ０ ５０

总督满族官员的比例 ％ ７４ ０ ７７ ０ ２２ ０ ０９ １ ００

巡抚来源职位得分 分 ８２ １４ ７４ ０ ２６ １３ ７１ １５ ４０

巡抚职位净流入率 ％ ８２ ０ ０６ ０ ２３ － ０ ５６ ０ ５０

巡抚满族官员的比例 ％ ８２ ０ ３３ ０ ２５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４５

◆论文

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乙表７５里分别统计了“原额人丁”与“滋生人丁”，由于我们
关心的是当年的实际人丁，因此采用二者相加的办法得到当年实际人丁。其中有两省情况例
外，一是四川的滋生人丁即为现有人丁数，因此采取滋生人丁数；二是山东省未报告原额或
滋生，只述及人丁，因此此处以原额为实际人丁数。此外，梁方仲一书的康熙二十四年、雍
正二年、乾隆十八年的人丁数与人口数据出入较大。我们比较了梁方仲清代历年人丁数与骆
毅（１９９８）人口数之间的比例，发现康熙二十四年、雍正二年、乾隆十八年的人丁数与人口
数之比为２２％、１７％和５６％，其余年份均接近１。因此对数据做出如下更正：将康熙二十四
年、雍正二年、乾隆十八年的人丁数分别除以２２％、１７％和５６％。感谢审稿人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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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单位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税银（ｌｏｇ） 两 ９０ １３ ８５ １ １２ １０ ３８ １５ １３

民变 次数 ５４ ４ ８７ ７ ９４ ０ ００ ４６ ００

战争 次数 ９０ １ ６９ ２ ４２ ０ ００ １１ ００

疆域面积（ｌｏｇ） 平方公里 ２０ １２ ３１ ０ ５３ １１ ５５ １３ ３４

到京师的距离（ｌｏｇ） 公里 １８ １３ １６ ３ ３２ ０ ００ １４ ５６

人丁数（ｌｏｇ） 人 ９０ １５ ９５ １ ２８ １１ ０４ １７ ５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基本回归结果
表５报告了赋税、社会稳定因素对总督地位的影响情况。单独来看，赋税和

民变对总督地位的影响均显著为正（模型１和模型２），但二者放在同一模型中
时（模型３），民变的影响更加明显，尽管控制时期效应以后，民变的系数有所
下降，但仍然显著（模型４）。考虑到民变主要发生在人口聚集的城市当中，我
们另将战争和起义的次数与民变次数加总作为社会动乱的代理变量，结果发现
动乱越多的地区，以总督来源职位度量的地区地位也越高，赋税的影响尽管为
正但并不显著（模型５）。以总督净流入率来衡量地区地位也得到了类似的结
果。尽管模型６中赋税和社会动乱对净流入率的影响均不显著，但社会动乱的
系数接近显著，并且模型７排除了区域中心省份以后①，发现社会动乱越多的地
区，总督的净流入率也越高。

表６报告了赋税和社会稳定因素对各省巡抚地位的影响。单独来看，赋税和
民变越多的地区，巡抚的来源职位得分均较高（模型１和模型２），同时放入模
型时二者均显著为正（模型３），但控制时期固定效应后，赋税的系数虽有所下
降，但仍显著，民变的影响则变得不显著了（模型４）。考虑了社会总的动乱情
况的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在模型５中，税银的系数变化并不大，但动乱对
巡抚来源得分的影响仍不显著。模型６以净流入率作为因变量，发现无论是赋
税还是动乱对净流入率的影响都较为微弱，但排除区域中心省份后，我们发现，
赋税较多的地区，巡抚的净流入率也相对较高（模型７）。

５５

清代省区分等与国家治理的逻辑◆

① 具体为江苏、浙江、湖北、广东和云南。如前所述，这些省份的净流入率较高，部
分原因是其为区域中心。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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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赋税、社会稳定对各地区总督地位的影响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来源得分来源得分来源得分来源得分来源得分净流入率净流入率

税银（ｌｏｇ）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６）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４）
民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动乱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期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１８ ６９９ ２１ ８６４ １８ １２４ ２２ ７０１ ２０ ７０９ ０ ２３３ １ ７０３

（２ ６７３） （２ ４３９） （３ ４１５） （２ ８１８） （２ ９６６） （２ ３４１） （２ ９７３）
观察值 ７４ ４４ ４４ ４４ ７４ ７４ ４９

Ｒ２ ０ １５８ ０ ３０７ ０ ３２３ ０ ７６４ ０ ５１８ ０ ０７４ ０ １３６

注：回归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字为聚类到省份的聚类标准误。、和分别表
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６　 赋税、社会稳定对各省巡抚地位的影响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来源得分来源得分来源得分来源得分来源得分净流入率净流入率

税银（ｌｏｇ） ０ １１８ ０ １２３ ０ ０９６ ０ ０９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９）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１）
民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动乱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期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１０ ２９８ １３ ３９４ ８ ９３２ １０ ３６４ １１ １６７ － １ ０３０ － ２ ４７５

（０ ９８５） （０ ８９２） （１ ３８９） （１ ７４８） （１ ２０９） （１ ５６５） （１ １２７）
观察值 ８２ ５２ ５２ ５２ ８２ ８２ ５７

Ｒ２ ０ １６６ ０ ０６６ ０ ２０６ ０ ４０９ ０ ３７５ ０ ０４４ ０ ０８４

注：回归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字为聚类到省份的聚类标准误。、和分别表
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６５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三）稳健性检验
判断省区地位高低的另一种方式是考察该省区历任官员中满族官员的比例。

作为异族统治的王朝，满族官员被认为比汉族官员更忠诚，拥有更高的地位，
对一些重要地区（如西北边疆地区），清政府直接规定为满缺，汉官极少能够上
任。清中前期总督中满族官员的比例约为７６ ９％，而巡抚中满族官员的比例为
３２ ９％，远超过总人口中满人的比例，体现出清代统治者对满族官员的庇护态
度。表７和表８中的模型１以满族官员比重为因变量，考察了赋税和社会稳定对
总督和巡抚中满族官员比重的影响。结果发现，赋税规模对总督中满官比例的
影响显著为负，同时社会动乱对总督中满官比例的影响显著为正，与之前的发
现基本一致。赋税与社会动乱对巡抚中满族官员比例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能是
因为清政府对巡抚的选派更少考虑民族的因素，例如巡抚主管民政更需要看重
能力而非忠诚。

在自变量上，我们另以人丁数作为赋税的代理变量（表７和表８中的模型
２）。这不仅是因为人丁是赋税的主要计税依据，并且在农业社会里，人丁是农
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人丁越多的地区，赋税也相应越多。从结果来看，使用
人丁数的结果与使用税银数的结果相差不大。此外，清乾隆以后只设四川总督，
不设四川巡抚，由总督兼理巡抚职责，因此表７的模型３中删除了四川总督。
而在山东、山西和河南三省不设总督，由巡抚兼理兵权，实际是承担总督的职
责，将其归入巡抚可能会导致模型结果的偏差，因此表８的模型３中亦将以上３
省从巡抚样本中剔除。从结果来看，总督中剔除四川总督后，动乱的系数有所
上升，且显著度未改变。同时，巡抚中删掉河南、山东和山西后，税银的系数
有所上升，且显著度也未改变，这与我们的预期是相符的。在等级森严的官僚
体制中，人们更关心的可能是地位的排序。我们另对总督与巡抚职位在各朝中
的得分进行排序（排序值越大，代表地位越高），表７和表８的模型４分别考察
了赋税和社会动乱对地位排序的影响，模型５中将各职位按照来源得分均分为５
层，并采用次序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回归，结果与基准模型基本一致。最后，我们保
留了多个截面的税银数据，将其与因变量进行合并，以自变量的变异程度，同
时控制时期效应与地区效应后，我们发现表７和表８中模型６的回归结果与基准
模型结果基本一致。

７５

清代省区分等与国家治理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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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赋税、社会稳定影响总督地位的稳健性检验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满族官员
比重 来源得分 来源得分

（删掉四川总督） 地位排序地位分层 来源得分
（多截面）

税银（ｌｏｇ） －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４ ０ １００ － ０ １３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５） （０ ２１２） （０ １６３） （０ ０３５）
人丁（ｌｏｇ）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８）
动乱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５２ ０ ０６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期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效应 Ｙｅｓ

常数项 ３ ４４７ ２１ ３５６ １９ １８５ ４４ ３１３ １５ ６６２

（０ ９８３） （２ ５１８） （３ ０８４） （２４ １８９） （３ ４１３）
观察值 ７４ ７４ ７１ ７４ ７４ １７９

Ｒ２ ０ ７５６ ０ ５１７ ０ ５３２ ０ ２５１ ０ ５８１

注：回归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字为聚类到省份的聚类标准误。、和分别表
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８　 赋税、社会稳定影响巡抚地位的稳健性检验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满族官员
比重 来源得分 来源得分（删掉

河南、山东和山西） 地位排序地位分层 来源得分
（多截面）

税银（ｌｏｇ） ０ ０５１ ０ ０９９ １ ６５４ ０ ７０８ ０ ０５５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１） （０ ６５１） （０ ３２４） （０ ０２５）
人丁（ｌｏｇ） ０ １０６

（０ ０２２）
动乱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期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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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满族官员
比重 来源得分 来源得分（删掉

河南、山东和山西） 地位排序地位分层 来源得分
（多截面）

地区效应 Ｙｅｓ

常数项 － ３ ２４５ １０ ７６８ １０ ８７９ － ４８ ５８０ １１ ５７６

（１ ６１７） （０ ８８５） （１ １７５） （２７ ８１２） （０ ９６８）
观察值 ８２ ８２ ６７ ８２ ８２ １９１

Ｒ２ ０ ２８３ ０ ４１７ ０ ３７３ ０ １０４ ０ ４１２

注：回归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字为聚类到省份的聚类标准误。、和分别表
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总结来看，统治者对“稳定”与“岁入”均十分看重，因此在社会稳定风
险较高或赋税较多的地区，皇帝会特别委派级别较高的官员。首先，级别较高
的官员通常被证明具有较强的能力，受皇帝信赖，派遣这样的官员前往重要地
区有利于皇帝对当地的控制；其次，派遣级别较高的官员赴任，有利于新上任
官员在当地树立威信，以顺利开展工作。同时，从官员的角度来看，被委任重
要地区职位体现了皇帝的信任，赴任者也会受到更强的激励，也有更高忠诚度。
比较而言，清代统治者对社会稳定的考量超过对赋税的考量。除了赋税丰盈且
民变较多的地区督抚地位较高外，其他一些具有战略地位的边疆省份（如四川、
陕甘），虽经济不发达但对维持王朝稳定至关重要，统治者也倾向于派遣级别较
高的官员，而在赋税高但社会较为稳定的地区（如闽浙、两广、湖广），官员级
别仅为中等。尽管如此，岁入汲取仍然是清代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因为赋税
乃是维持官僚机构、兴修基础设施、赈济灾荒和应付战事的资金来源。如何兼
顾稳定与岁入，成为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难题。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从分等与分
工的角度进一步讨论清代国家治理中的制度逻辑。

四、分等与分工：清代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以有限的官僚规模，管理数
量相当庞大的人口。以清代为例，尽管人口高速增长，但行政机构和官僚数量
并未显著增加（费正清、刘广京，１９８５：１８ － ２７）。有学者指出，提高治理效率
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建立一套完善的政区分等制度，并将之与选官任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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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结合起来，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选派官员，以达到人地相宜的国家（胡恒，
２０１９）。但以往对政区分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州县层级，对高层政区的讨论较
少。然而高层政区虽无正式分等制度，但其地位并非铁板一块，而是跟低层政
区有着相似的逻辑，即对国家治理而言越重要的地区，其地位越高。在上节中，
我们实证了影响高层政区地位的因素，发现其与国家治理的两大目标相关。在
本节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种内部组织级别相同、地位不同的安排在官僚管
理上的意义，并讨论清代统治者如何通过督抚并设的方式平衡稳定与岁入的双
重目标。

（一）政区分等与循等升迁
历史上对高层政区进行正式分等只在短暂时期内存在过①，唐代以后在高层

政区（道、路、行省）均未再实行分等。但我们的研究发现，高层政区的地位
并非完全相同。在组织理论中，这种同级别内部组织之间的地位差异被称为横
向组织地位（或内部组织地位），与纵向组织地位（级别）相区别（Ｍｅｉｅｒ，
１９８０；Ｐｒｏｖａｎ，１９８０）。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内部组织为组织整体带来的资源越
多，该内部组织的地位越高；反之，如果内部组织对组织整体的依赖程度越高，
该内部组织的地位越低（Ｐｆｅｆｆｅｒ ＆ Ｓａｌａｎｃｉｋ，１９７４）。清代省区的实际地位，正
好反映了各省在维持王朝稳定和提供国家岁入上为中央政区带来的资源差异。

内部组织地位的差异，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行政级别内部的细分级别，对官
僚人事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与州县情况类似，清代统治者可以利用高层
政区的地位差异来轮调官员，将有才之人逐渐调往重要地区，以实现官员能力
与地区情况的匹配。例如，康熙时期的名臣张伯行，因在福建巡抚任上吏治清
明而得重用，调往以繁难著称的江苏任巡抚；乾隆时期的李世杰虽捐纳入仕，
然政绩卓著，先后出任广西巡抚、湖南巡抚和河南巡抚；道光时期的李星沅因
任陕西巡抚时整顿官库收效显著而被调往江苏巡抚，后又因在云南总督任上整
顿边防有功而调任两江总督。清代督抚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由其他督抚调任，可
见这种调动的频繁程度。其次，将官员在不同地区间轮调，还可以增加升降，
达到激励和惩戒官员的目的。例如乾隆时期，浙江巡抚福崧因在清查仓储亏空
案中，“不能实力督催，失之柔儒”，被略作惩戒调往山西署巡抚（唐文基，
１９９４：１１９）。但相对于甄别和匹配官员，在君权较强的清代，奖惩并不是轮调
最主要的目的，皇帝奖励和惩罚官员的方式有很多，也不受制度约束。

政区领导地位存在潜在差异在当代行政管理中同样存在，学者称之为层级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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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灵娜等，２０１６）、级别细化（成婧，２０１７）或治域进阶（向杨，２０１９）。现
代官僚制中领导职位僧多粥少，但多数情况下只升不降，因此更需要这种地位
上的潜在差异以制造额外的升降奖励（威尔逊，２０１９：２３７）。与清代相比，现
代官僚制中的政区地位分层更加稳定，官员调动更为制度化，稳定的分层对于
官僚系统和职官管理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稳定的层级细分才能让官员从
“平级内的升降”中察觉到中央对其个人能力的考察或历练，进而型塑官员预
期。从这个意义上看，地区地位差异不仅可以作为晋升阶梯，还可以成为组织
培养的信号（Ｙａｎ ＆ Ｙｕａｎ，２０２０）。

（二）二元分工与多目标治理
清代的典章文书中并没有对督抚职责分野进行明确划分，已有学者大多认

为二者职掌难以分辨（王跃生，１９９３）。然而督抚职责如果完全相同，日常政务
的处理难免会陷入双头领导，导致政事难以开展，因此其职掌应有所区别（杜
家骥，２００９）。我们发现，影响总督与巡抚地位的因素并不完全一致，社会稳定
风险对总督地位的影响更加显著，而巡抚地位则与赋税多寡更为相关，表明二
者确有一定的职责分野。尽管在实际运作中督抚职责有较多重叠，但本文的发
现证实了总督职责侧重统筹地方军政要务，而巡抚职责侧重民政和财政，与杜
家骥的结论基本一致。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二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
有助于缓解央地关系中的多任务委托代理问题。

多目标多任务是公共部门区别于私人部门的主要特征之一（王永钦，丁菊
红，２００７），这些目标之间经常互相冲突（田伟，２０１２）。当存在冲突的多目标
任务时，委托人至少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代理人的激励偏向或激励弱化，即代
理人会将精力集中在相对容易的目标上，而放任另一个目标的情况恶化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ｏｒｍ，１９９１）；或当两个目标无法权衡时，为规避政治风险而
采取不作为的态度（佟健、宋小宁，２０１８）。二是信息问题，即代理人在相互冲
突的目标中不得不作出优先性选择时，会利用信息优势，通过隐瞒或操纵数据
来完成其他目标（冉冉，２０１３）。尤其在古代交通通信不便的情形下，即使中央
派出监察人员，监察人员在短时期内也很难掌握全部情况，并且还需提防监察
人员与地方官员串谋。清代采用督抚并设的方式进行治理，将不同事务委以不
同代理人，实为一种潜在的分工，即将单一代理人负责的多项任务转变为多个
代理人各自负责单一任务（许光建等，２０２０）。尽管此举会增加一定的协商成
本，但各人权责清晰，有利于政事的开展。同时，督抚之间职责又有交叠，不
仅紧急情况下可以互为署理，并且可以互相掣肘、互为监督。例如，康熙将勤敏
但贪财的噶礼派任两江总督，同时又将以清廉著称的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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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导致督抚相争，但其最初的目的是希望张伯行能牵制噶礼（龚小峰，２００５）。
清代督抚的二元结构对理解我国当代党政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党政

关系在建国以来先后经历了“以党代政”“党政分开”和“以党领政”等不同阶
段（赖静萍，２００９）。党政之间如果职责不明，则容易陷入双头领导，或再次出
现“以党代政”的情况。因此，从提升治理效率的角度来看，党委和政府间应
有一定的职责分野，但在大政方针和关键问题上，必须坚持以党领政。正如清
代总督地位略高于巡抚，巡抚有大政须与总督会商，上奏朝廷亦须督抚会衔，
因此双头领导的问题得以弱化，大多数情况下二者能鼎力合作，共同执掌地方。

五、结语

有关古代的行政区域等级制度的研究，比较常见的是对纵向行政等级制度
的介绍，对横向的区域分等制度关注较少。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
制度不仅历史绵长，而且在古代地方行政管理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
以总督和巡抚的来源、职位、品级作为参照，考察了清代中前期高层政区的实
际地位差异。我们发现，与低层政区正式、明确的分等相比，高层政区中的分
等多为隐性的潜规则，其地位落差主要与当地的经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其
中社会稳定因素对总督来源职位的平均地位有较为稳定的显著影响，而赋税对
巡抚的影响更为明显。总督与巡抚这种职能上的分工，有助于清代统治者平衡
相互冲突的治理目标，提高治理效率。

清代省区分等与督抚分工对理解当代人事制度与行政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同一级别的地区或部门地位不等在当代仍普遍存在（耿曙等，２０１４），在省级表
现为潜在的隐性层级，在地市级及以下有的还会以正式制度加以规定，如副省
级城市、计划单列市的行政级别要高于其他地市。这对于理解当代政府人事调
动提供了新的思路（Ｙａｎ ＆ Ｙｕａｎ，２０２０）。当代党政关系也可以从督抚分工中吸
取传统行政管理的智慧，在坚持以党领政的原则下，党政职能上进行分工，有
助于地方政府更好地实现多目标任务，应对国际国内多重挑战。

需要说明的是，受作者能力及史料数据的限制，本文的结论建立在较长时
期的均值上，无疑简化了很多细节，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可能来自详细的案例考
察。此外，目前的分析是一种静态的分析，倘若能考虑时序变化或外部冲击，
在因果关系的识别上将更加有力。例如，清咸同以后，帝国内外交困，中央与
地方的互动，以及督抚之间的互动均发生了变化，帝国统治者在稳定与岁入间
的平衡取舍可能具有更深的制度含义。更为重要的是，高层政区地位差异作为
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具有相当的制度弹性，其与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转化亦
可以成为今后研究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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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ｎｇ，Ｗ． Ｊ． （１９９４）．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４：１１７ － １２２ ＋ １３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田伟（２０１２）． 绩效考核，晋升激励与中国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 统计与决策，１：３６ － ４０．
Ｔｉａｎ，Ｗ． （２０１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１：３６ － ４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佟健、宋小宁（２０１８）． 多维政绩考核，冲突任务与“为官不为”———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当代经济科学，
４０（４）：７ ８４ － ９０．
Ｔｏｎｇ，Ｊ．，＆ Ｓｏｎｇ，Ｘ． Ｎ． （２０１８）．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Ｔａｓ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ｉｒｋｉｎｇ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０（４）：７ ８４ － ９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永钦、菊红（２００７）． 公共部门内部的激励机制：一个文献述评———兼论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动力机制和代价．
世界经济文汇，１：８１ － ９６．
Ｗａｎｇ，Ｙ． Ｑ．，＆ Ｊｕ，Ｈ． （２００７）．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ｌｓｏ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ｓｔ ｏｆ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１：８１ － ９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跃生（１９９３）． 清代督抚体制特征探析． 社会科学辑刊，４：７８ － ８５．
Ｗａｎｇ，Ｙ． Ｓ． （１９９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７８ － ８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翁俊雄（１９９１）． 唐代的州县等级制度．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 － １８．
Ｗｅｎｇ，Ｊ． Ｘ． （１９９１）．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 － １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威尔逊（２０１９）． 美国官僚政治：政府机构的行为及其动因．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Ｗｉｌｓｏｎ，Ｊ． Ｑ． （２０１９）． Ｗｈａ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Ｄｏ ａｎｄ Ｗｈｙ Ｔｈｅｙ Ｄｏ Ｉ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巫仁恕（２０１１）． 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Ｗｕ，Ｒ． Ｓ． （２０１１）．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Ｐｅｏｐｌｅ：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向杨（２０１９）． 治域进阶：一种独特的中国地方官员激励模式．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６：１０４ － １１３．
Ｘｉａｎｇ，Ｙ．（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ａ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６：１０４ － １１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谢元鲁（２０００）． 试论中国历代政区制度变迁的特点．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８９ － ９４．
Ｘｉｅ，Ｙ． Ｌ． （２０００）．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８９ － ９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雪梅、佟大群（２００８ａ）． 《清代职官年表》山东布政，按察两司官员族籍勘补． 齐鲁学刊，６：５１ － ５４．
Ｘｕ，Ｘ． Ｍ．，＆ Ｔｏｎｇ Ｄ． Ｑ．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Ｑｉｌｕ Ｊｏｕｒｎａｌ，６：５１ － ５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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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雪梅、佟大群（２００８ｂ）． 清代安徽布政使、按察使族籍考———《清代职官年表》考订． 安徽史学，２：１２３ － １２７．
Ｘｕ，Ｘ． Ｍ．，＆ Ｔｏｎｇ Ｄ． Ｑ． （２００８）．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ｉｎ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ｎｈｕｉ，２：１２３ － １２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许光建、卢倩倩、许坤（２０２０）． 破解政策执行困境：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行政管理改革，９：４８ － ５９．
Ｘｕ，Ｇ． Ｊ．，Ｌｕ，Ｑ． Ｑ．，＆ Ｘｕ，Ｋ． （２０２０）．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９：４８ － ５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立（２０１８）． 清代文官升转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
Ｙａｎｇ，Ｌ． （２０１８）． 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ｏｃｔｏｒ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振国（２０１１）． 清代道、府、厅、州、县等级制度的确定． 明清论丛，１：３８２ － ４００．
Ｚｈａｎｇ，Ｚ． Ｇ．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ＤａｏＦｕＴｉｎｇＺｈｏｕＸｉａｎ ｉｎ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１：３８２ － ４０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振国（２０１４）． 论清代“冲繁疲难”制度之调整． 安徽史学，３：３７ － ４４．
Ｚｈａｎｇ，Ｚ． Ｇ． （２０１４）．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ＦａｎＰｉＮ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ｎｈｕｉ，３：３７ － ４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葆寓（１９８７）． 关于宋代县望等级的几个问题． 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５８ － ６８．
Ｚｈａｏ，Ｂ． Ｙ． （１９８７）．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ａｎｋ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５８ － ６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尔巽等撰（１９７６）． 清史稿． 北京：中华书局．
Ｚｈａｏ Ｅ． Ｘ．，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６）． Ｑ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真水康树（１９９７）． 明清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明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与清十八省行政系统的整顿． 北京：北京燕山
出版社．
Ｍａｍｉｚｕ Ｙ． （１９９７）．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Ｙａｎｓｈａｎ
Ｐｒｅｓ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２００３）． 中国历代战争年表． 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３）．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ｒ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
Ｐｒｅｓ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钟灵娜、耿曙、陈玮（２０１６）． 甄选与激励：中国政府人事层级细分的内在机制． 公共行政评论，５：１２６ － １４４ ＋
２０７．
Ｚｈｏｎｇ，Ｌ． Ｎ．，Ｋｅｎｇ，Ｓ．，＆ Ｃｈｅｎ，Ｗ． （２０１６）．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Ｗｈｙ Ｄｏ Ｗｅ Ｎｅ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５：１２６ － １４４ ＋ ２０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振鹤（２０１４）．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Ｚｈｏｕ，Ｚ． Ｈ． （２０１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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